
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研究

—５０　　　 —

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

机制研究

□ 谭晓霞　吴小节　马美婷　汪秀琼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７１８７２０５３，７２２７２０３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ＢＧＬ０３２）和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ＺＬＴＳ２０２１００９）资助。特别感谢 《管理学季刊》主编、领域编辑、匿名评审

专家和编辑部各位老师给予的建设性意见和指导。当然，文责自负。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从制度和企业资源两个维度探究了多个前因条件共同作用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

响，发现其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存在多种驱动机制并对其进行了识别。本文的研究不仅对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研究有所贡献，而且拓展了学界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理解。”

———李瑜

　　摘　要：相比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似乎更倾向于采用高

股权控制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对于这一现象，虽然 ＩＢ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

释，但由于各理论侧重点不同，关注的具体情景及影响因素也不同，学界对此尚未

达成共识。本文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１２７５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例，采用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和企业资源两个角度探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跨国经验、政治资源和研发能力六大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中国企业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存在五种驱动机制，

它们分别是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型、政治能力利用型、制度逃逸－研发和经

验利用型、研发和经验利用型及政治支持型。此外，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理论视

角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驱动机制的有效解释范围以及构型结果

对ＯＬＩ范式和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

制度；企业资源；中国企业

一、引言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通常是指企业使用各种资源在海外经营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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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林等，２０１０）。它通常与企业在东道国不同程

度的资源承诺、风险和利益回报有关 （Ｐａｎ＆

Ｔｓｅ，２０００），简单地说，可以划分为股权型模

式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和非股权型模式

（ｎｏｎ－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两种分类方式。本文

关注的是股权型进入模式，即跨国企业是采用

独资还是合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Ｐａｎ＆

Ｔｓｅ，２０００）。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不仅是

跨国公司重要的战略决策，还是学者们理解新

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行为差异

的重要现象 （吴小节等，２０１９；吴先明，２０１９；

Ａｒｉｋ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２０１２；

Ｂｕｃｋ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Ｌｕｏ＆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

学者们普遍认为，相比于发达国家跨国公

司，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通常在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选择上表现得异常 “激进”（Ｌｕｏ＆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Ｇｕ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８，吴小节等，

２０１９；吴先明，２０１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１２；Ｈｅｎｎａｒｔ，２０１２）：一方面，

从进入模式选择角度看，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

国际扩张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高股权控制的海外

市场进入模式；另一方面，从区位选择角度看，

即使在国际化初期阶段，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不

仅会在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相近的东道国采用独

资模式，在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也

会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简言之，相比

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更倾

向于选择高股权控制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为了理解这一现象，Ｉ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学者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吴小

节等，２０１９；Ｌｕｏ＆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Ａｌ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第一，基于传统国际商务理论透镜 （如

ＯＬＩ范式、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等），一部分学者认为新

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仍然是企业

所有权优势驱动的结果，而那些缺乏企业所有权

优势的国际扩张行为只是管理者错误的战略决策

（Ｒｕｇ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７；Ｒｕｇｍａｎ，２００９）。第二，

构建新的理论视角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这部

分学者强调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

模式选择的独特性，并认为传统的国际商务理

论难以有效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这种独

特性。因此，学者们试图构建一个新的理论视

角来理解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选择的独特性及其驱动机制，如 ＬＬＬ框架

（Ｍａｔｈｅｗｓ，２００６）、制度逃逸观点 （Ｗｉｔｔ＆

Ｌｅｗｉｎ，２００７）、政治支持观点 （Ｌ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以及跳板视角 （Ｌｕｏ＆Ｔｕｎｇ，２００７）等。

第三，将上述现象视为对传统国际商务理论的

拓展。这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虽然是所有权优势驱动的结果，

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

司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如在制度薄弱国家开展

业务的能力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Ｇｅｎｃ，２００８）。

虽然这些理论视角为研究者理解新兴经济

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独特性及

其驱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但仍存在三个

方面的不足：第一，从研究结论的角度看，学

界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选择高股权控制的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尚未达成共识。这

种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来自传统回归分析

方法的局限性，即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回

归分析方法，通常只能探究一个或两个变量的

影响作用，难以检验三个及三个以上影响因素

复杂的综合作用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进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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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选择的影响。第二，从理论的解释范围角度

看，虽然学者们提供了理解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多种理论视角，但这些

理论视角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

公司高股权控制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现

有研究尚未进行回答。第三，从理论发展的角

度看，尽管大多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拓展或挑战了传统国

际商务理论的基本假设，但这一现象究竟能为

传统国际商务理论提供哪些新的研究见解，现

有研究也尚未进行系统的讨论与分析。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将做出以下

两方面的努力：第一，为了明晰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本文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１２７５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

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和

企业资源两个角度探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制度

距离、文化距离、跨国经验、政治资源和研发

能力六大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中国企业选择独资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采用这种研究设计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从研究方法选择的角度看，为了弥补

传统回归分析只检验少数一个或两个影响因素

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本

文采用了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这种方法基于

组态的思路，不仅可用于分析多个因素 （三个

因素以上）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结果变量的

影响，还有助于明晰产生同一结果的多种不同

的前因构型 （杜运周和贾良定，２０１７）。因此，

考虑到已有理论视角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

外进入模式驱动因素的不同观点，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适合本文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不同驱动机制的研究。另

一方面，从研究对象选择的角度看，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因为它能

够为本文从资源和制度两个角度理解新兴经济体

跨国公司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

制提供充足且丰富的案例样本。具体地，《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

国企业国际扩张的数量和规模都是新兴经济体中

最大的，而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覆

盖全球八成以上国家，从而为理解国际扩张的企

业特征、东道国制度情境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案

例以及更充足的样本数据。

第二，通过构型结果的对比分析，本文从

制度和企业资源方面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理论观

点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的解释范围，并讨论了本文研究构型结果对

ＯＬＩ范式和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研究贡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的理论争议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

择为ＩＢ研究提供一个 “新现象”。相比于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作为国际

市场的后来者，往往不具备传统国际商务理论

所强调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和管

理等 （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１２；Ｈｅｎｎａｒｔ，２０１２），但

它们却在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方面表现出明

显的风险偏好。例如，相比于风险程度较低的

出口、许可证运营、合资等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高股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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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如独资。而且，新兴经

济体跨国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也表现得异常

“激进”。例如，在缺乏跨国经验的国际化初期

阶段，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也会以高股权控制

的方式进入与母国制度和文化距离较远的东道

国市场 （林季红和张璐，２０１３）。

对上述现象的不同理解，引发了学者们关

于ＩＢ领域理论构建的讨论 （吴小节等，２０１９；

Ａｒｉｋ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２０１２；

Ｈｅｎｎａｒｔ，２０１２；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１２）。具体地，

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与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并无显著

差异，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如ＯＬＩ范式和Ｕｐ

ｐｓａｌａ模型，仍能有效解释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的选择 （Ｒｕｇｍａｎ，２００９；Ｎａｒｕｌａ，２０１２）。

具体地，这些研究指出，所有权优势仍是驱动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

关键因素，那些缺乏所有权优势的国际扩张行

为只是管理者错误的、不合理的战略决策，不

具有可持续性 （Ｒｕｇ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７）。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国际扩张行为具有本质差异，它挑战了传统国

际商务理论的基本观点 （Ｌｕｏ＆Ｔｕｎｇ，２００７）。

因此，这些研究致力于构建新的理论视角来解

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的驱动机制。具体地，以企业资源为切入点，

Ｍａｔｈｅｗｓ（２００６）提出了 “ＬＬＬ框架”，并指出，

相比于发达国家资源利用式的国际扩张特征，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采取 “激进的”海外市场

进入模式是为了快速获得其国际竞争所需战略

性资产，以尽快弥补自身的后发者劣势。以制

度为切入点，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

“制度逃逸”观点，即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采取高股权控制的国际扩张方式是为了逃离薄

弱的母国制度环境，摆脱母国的制度约束

（Ｗｉｔｔ＆Ｌｅｗｉｎ，２００７）；二是 “政治支持”观

点，即认为母国政府支持是促使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采用 “激进的”国际扩张方式的重要原

因 （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此外，结合制度和资源

观点，Ｌｕｏ和Ｔｕｎｇ（２００７）提出了 “跳板”视

角，即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国际扩张一方

面是为了在东道国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性

资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摆脱母国制度约束。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新兴市场跨国公司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独特性视为对传统国

际商务理论的拓展。这些研究的核心观点是，

所有权优势仍然是影响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键因素，但新兴经济体与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存在较大

的 差 异 （Ｈｅｎｎａｒｔ，２０１２；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例如，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所有权优

势”是其在母国环境中塑造的政治能力，其国

际扩张是为了利用这种政治能力在制度薄弱的东

道国塑造新的市场竞争优势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

Ｇｅｎｃ，２００８）。

综上可见，学界对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尚未达成共识，且争

议焦点主要体现在企业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

（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理论观点，学者们从制度和企业

资源角度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

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探索，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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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结果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接下来，

本文将重点讨论已有文献关注程度较高的制度

因素和企业资源因素。

１制度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环境和制度距离两个

角度来理解制度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在制度环境方

面，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海外

市场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制度理论认为，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行为决策具有限制和约束作

用，组织合法性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５）。制度理论学者普遍认为，较差

的东道国制度环境不仅增加了东道国政府经济

干预的风险，还提高了跨国企业理解和学习东

道国规制、规范和文化制度的难度，使跨国企

业不得不采取低控制的海外投资模式以规避风

险 （吴先明，２０１１）。但也有研究表明，对于新

兴市场跨国企业而言，在制度不健全的母国环

境中形成的资源能力反而能够成为其国际扩张

的一种竞争优势，使其能快速适应其他发展中

国家市场，克服 “外来者劣势”的负面影响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Ｇｅｎｃ，２００８）。

其次，关于制度距离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结

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考虑到制度距离有时被

认为是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综合，

本文所指的制度距离特指东道国与母国在正式

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制度理论学者认为，较

大的制度距离会增加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

性压力，使跨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更加突出，

因而对当地合作伙伴的依赖程度更高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

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但是，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

较大的制度距离也会加大跨国企业内部资源转

移、整合的难度，增加跨国企业内部协调和管

理的风险和成本 （周经和张利敏，２０１４）。

文化距离主要是指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在惯

例、价值观、标志符号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差

异。虽然文化距离在海外市场投资模式的研究

中得到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对两者关系仍未得

到一致的研究结论 （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Ｍｏｒｓｃｈｅ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例如，吴先明 （２０１１）

通过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研究发现，随着东道

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增大，中国企业采取合

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提高，而文化距离对海外投

资建立模式的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林季

红和张璐 （２０１３）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股权

策略的分析，发现随着文化距离增大，中国企业

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的股权投资比例。

２企业资源因素

基于资源基础观，现有研究主要从跨国经

验、研发能力以及政治资源三个方面探究企业

资源特征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

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在跨国经验方面，学

者普遍认为，作为跨国公司一种经验型资源，

跨国经验的积累情况会对企业海外市场投资模

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Ｔａｎｇ＆Ｇｕｄｅｒｇａｎ，

２０１８）。尽管如此，ＩＢ学者对跨国经验的影响

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将跨国经验视为

环境与海外投资模式选择之间的 “桥梁”，即认

为跨国经验弥补了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知

识劣势，降低了环境对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消

极作用 （Ｑｕ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Ｌｉｕ＆Ｙｕ，２０１８）。

但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跨国经验的累积也会

增加企业对复杂环境的感知能力，使其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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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所引致的风险、成本有更深的认识，反

而对海外投资的战略决策保持谨慎的态度 （黄

?丽等，２０１７）。此外，一些实证研究还发现跨

国经验对中国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

不显著 （吴先明，２０１１）。

其次，政治资源是指跨国企业与母国政府

之间的关联，它反映的是企业的一种关系型资

源。对于政治资源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

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也尚未形

成共识 （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一种观点认

为，政治资源会弱化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尤

其是在东道国与母国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

企业通过与政府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来获取企

业国际扩张所需的信息资源，从而克服环境不

确定性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抑制作用 （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徐业坤等，２０１３）。另一种观点认为，政

治资源也可能增加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 “外来

者负债”。这主要体现在，政治资源为企业打上

的 “政治烙印”加深了东道国政府及其利益相

关者对跨国企业的误解和歧视 （Ｃｈｅｎ＆Ｙｏｕｎｇ，

２０１０），导致企业不得不支付高昂的额外费用以

换取在东道国经营的合法性 （Ｇ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

最后，研发能力是指跨国企业自身拥有的

研发能力。作为一种知识型资源，研发能力是

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异质性资源的重要体现，其

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关系也未能

达成一致共识。其中，有学者认为，跨国企业

拥有的研发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

风险成本，提高跨国企业海外市场投资的风险

抵抗能力 （吴晓波等，２０１６）。然而，也有学者

认为，缺乏研发能力的跨国企业反而更倾向于

采取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原因在于新兴

市场跨国企业往往不具备较高的研发能力，它

们往往是通过更为激进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来

控制、利用和获取东道国子公司的研发能力，

以弥补自身的资源能力缺陷和竞争劣势 （Ｌｕｏ＆

Ｔｕｎｇ，２００７；Ｒｕｉ＆Ｙｉｐ，２００８）。

（三）构型分析图

综上，为了明晰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本文从制度和企业资

源两个维度探究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跨国经验、政治资源、研发能力这

六个前因条件共同作用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选

择独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具体的构型

分析如图１所示。

图１　构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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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标，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来探究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

驱动机制。原因有二：第一，相比于主流的计

量统计方法，如回归模型等，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探究三个以上影响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还能展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选

择独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的多重因

果路径 （杜运周和贾良定，２０１７）。第二，相比

聚焦于少数几个企业样本的案例研究，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适用于大样本的数据检验，

从而更有助于分析不同理论观点对新兴经济体

跨国公司选择独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

制的解释力。

（二）数据收集

本文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 Ａ股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

原始样本。样本选择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①跨国并购为完成的交易状态，剔除假定已

完成和预期完成的样本；②剔除标的地为中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国台湾和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

卢森堡等的样本；③剔除同一控制下合并的

交易活动和增持交易；④剔除交易状态为

ＳＴ、ＳＴ或 ＰＴ的样本企业；⑤若同一年发生

多次海外投资事件，则选取注册资本最大或

交易时间较早的交易活动，不同年份的海外

投资及多次交易活动，且对于同一交易活动

出现在不同年份的样本，则选取首次海外投

资事件；⑥剔除研发投入、文化距离相关指

标等数据缺失的样本；⑦为避免行业因素的

影响，只保留制造业企业的数据。

综上，我们最终得到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共

６９７家企业、１２７５例对外直接投资事件。其

中，上市公司的进入模式、跨国经验、政治

资源和研发能力数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东道国制度环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的

世界治理指数 （Ｗｏｒｌ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ＧＩ）；文化距离数据选择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的指标

数据。

（三）变量测量

结果变量。本文的结果变量是企业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 （Ｅｎｔｒｙ），即跨国企业是通过独资

还是合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往研究根

据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股权控制比例进行独合资

模式的划分，常用的临界值有 １００％、９５％和

８０％等 （Ｄｅｍｉｒｂａ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由于独资模

式更强调母公司对海外业务的独立控制，因而

本文采用１００％作为独合资的临界点，即股权比

例等于 １００％划分为独资模式，赋值为 １；反

之，赋值为０。

前因条件变量。跨国经验 （Ｅｘｐ）。现有研

究对企业跨国经验的测量方法比较丰富，其中

最广泛的做法是采用跨国企业海外市场投资的

次数，即跨国企业本次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发生

的海外扩张次数 （Ｔａｎｇ＆Ｇｕｄｅｒｇａｎ，２０１８）。考

虑到本文的样本特征，即没有跨国经验的企业

超过总样本的 ６０％，我们采用二分变量对跨国

经验进行测量，即拥有跨国经验的企业赋值为

１，没有跨国经验的企业赋值为 ０。政治资源

（Ｐｏｌ）是指母公司与母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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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企业政治资源的测量

标准，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与母国政府的关系

更为紧密，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政策红利更加丰

富，但对于大多民营企业来说，企业与政府的

关系更为疏松，在其国际扩张过程中能享受到

的政策支持有限 （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因此，本

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种

类型，若样本企业为国有企业，则赋值为１，否

则，赋值为０。研发能力 （ＲＤ）主要是指母公

司自身的研发能力，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研发强

度来体现，即母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占当年营业

收入的比重 （Ｍ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因而，本

文以母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前一年的研发强

度来测量跨国企业的研发能力。东道国制度环

境质量 （Ｈｏｓｔ）的测量，借鉴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和 Ｎｉ

ｅｔｏ（２０１５）的做法，采用的是世界银行发布

的全球治理指数 （ＷＧＩ）。具体而言，先收集

样本国家的全球治理指数：公民呼声和政府责

任、政治稳定性和无暴力冲突、政府效率、监

管质量、法治环境、腐败控制程度，再对这六

个维度进行因子分析来获得东道国制度环境质

量的最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国的制度环境

质量越好。制度距离 （ＩｎｓＤ）是指东道国与母

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参考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等

（２０１６）的做法，对制度距离的测量同样选择

全球治理指数的六个维度，并在获取东道国相

应的制度评分后，采用 Ｋｏｇｕｔ和 Ｓｉｎｇｈ（１９８８）

对文化距离的计算公式来计算东道国与母国之

间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 （ＣｕｌＤ）是指东道

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目前学术界广泛采

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提出的文化距离的指数来进行测

量，具体包括权利距离、个人主义、男性主

义、不确定性规避、长远规划和放纵六个维

度。因此，本文在获得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文化距离六个

维度的数据后，结合 Ｋｏｇｕｔ和 Ｓｉｎｇｈ（１９８８）

的研究来计算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另外，Ｋｏｇｕｔ和Ｓｉｎｇｈ（１９８８）的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ＩｎｓＤｈ或ＣｕｌＤｈ＝
１
６∑

６

ｉ－１
（Ｉｉｈ－Ｉｉｃ）

２÷Ｖｉ （１）

其中，ＩｎｓＤｈ和 ＣｕｌＤｈ分别表示第 ｈ个国

家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Ｉｉｈ代表第

ｈ个东道国的第 ｉ个指数维度，Ｉｉｃ代表中国的

第 ｉ个指数维度，Ｖｉ代表第 ｉ个指数维度的

方差。

（四）变量校准

为了提高变量以及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之前，还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以及理论知识对结果变量和前因条件

变量进行校准 （Ｒａｇｉｎ，２００８）。一般而言，校

准需要设定三个临界值：完全隶属点、交叉点

和完全不隶属点，其中位于交叉点的案例在判

断是否属于某个集合时的模糊性最大 （Ｒａｇｉｎ，

２００８；Ｆｉｓｓ，２０１１）。因此，本文借鉴已有做

法 （Ｆｉｓｓ，２０１１；杜运周和贾良定，２０１７；杜

运周等，２０２０），分别以样本的上四分位数、

下四分位数以及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的平

均值的隶属值作为研发能力、东道国制度环

境、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四个变量完全隶属

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的临界值。最终样

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校准标准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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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校准标准

前因条件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Ｅｎｔｒｙ １２７５ ０７３２５ ０４４２６ ０ １ １ — ０

Ｅｘｐ １２７５ ０３３６５ ０４７２５ ０ １ １ — ０

Ｐｏｌ １２７５ ０１８０４ ０３８４５ ０ １ １ — ０

ＲＤ １２７５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３８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２６１

Ｈｏｓｔ １２７５ ５７２３８ ４４５４９ －９４５１７ １１１７１ ８９２８６ ６０４２６ ３１５６７

ＩｎｓＤ １２７５ ２７６２２ １５３９８ ００９７５３ ５９１６３ ３８５９０ ２４８４９ １１１０９

ＣｕｌＤ １２７５ ２７２４５ １３１１６ ０２９５６５ ５６２８ ３４７０７ ２５５３５ １６３６２

四、研究结果

（一）必要性分析结果

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因

素进行构型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单一影响因素

进行必要性分析。由表 ２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可

见，结果变量无论是否采用独资模式，必要性

检验中各影响因素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０９，则

可认为无单一影响因素能引致中国企业采取独

资或合资的必要条件。

表２　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
Ｅｎｔｒｙ ～Ｅｎｔｒｙ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Ｅｘｐ ０３４９０ ０７５９９ ０３０２１ ０２４０１

～Ｅｘｐ ０６５１０ ０７１８７ ０６９８０ ０２８１３

Ｐｏｌ ０１７０２ ０６９１３ ０２０８２ ０３０８７

～Ｐｏｌ ０８２９８ ０７４１６ ０７９１８ ０２５８３

ＲＤ ０４６４８ ０７４３９ ０４３８３ ０２５６１

～ＲＤ ０５３５２ ０７２３０ ０５６１７ ０２７７０

Ｈｏｓｔ ０６１８２ ０７３４７ ０６１１６ ０２６５３

～Ｈｏｓｔ ０３８１８ ０７２９２ ０３８８４ ０２７０８

ＩｎｓＤ ０６３８３ ０７７５０ ０５０７７ ０２２５０

～ＩｎｓＤ ０３６１７ ０６６８０ ０４９２３ ０３３２０

续表

变量
Ｅｎｔｒｙ ～Ｅｎｔｒｙ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ＣｕｌＤ ０６５１６ ０７４３１ ０６１７０ ０２５６９

～ＣｕｌＤ ０３４８４ ０７１３６ ０３８３０ ０２８６４

注：“～”代表逻辑非。

（二）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要求与本文的样

本数据特征，本文将频数阈值设定为 ６，ＰＲＩ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设置为

大于等于 ０７５（Ｇｒｅｃｋｈａ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一

致性阈值设定为０７９，高于０７５的最低一致性

要求 （张明等，２０２０），最终所得到的样本量占

原数据量的９７％。表 ３展示了中国企业采用独

资模式的前因构型。其中，跨国经验、政治资

源、研发能力、东道国制度环境、制度距离和

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独资模式选择的

影响路径，共有五个前因构型。它们分别代表

着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五种驱动

机制。另外，该模型整体的一致性为 ０８１１５，

总体覆盖率为０２６２５，说明这些构型结果有效

地解释了２６２５％的中国企业在国际扩张时采取

独资模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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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企业采用独资模式的前因构型

构型名称
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

政治能力

利用型

制度逃逸－研发和
经验利用型

研发和经验

利用型
政治支持

构型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跨国经验  ●  

政治资源     

研发能力   ●  

东道国制度环境   ●  

制度距离     

文化距离 ●  

Ｒａｗ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５５２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７８

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２８１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７８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００９ ０７９９８ ０８０２７ ０８１９６ ０８５９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６２５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１１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 ６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 ０７９１９

ＰＲＩ ≥０７５

注：●代表核心因果性条件存在，代表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代表辅助因果性条件存在，代表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 “空
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

　　如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和资源两

个角度来理解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的驱动机制，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表３

构型与已有理论视角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构型

进行了相应的命名。

构型１：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该

构型展示了同时缺乏跨国经验、政治资源和研

发能力的民营企业会采用独资的方式进入制度

环境较好且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这一构型

符合了Ｌｕｏ和Ｔｕｎｇ（２００７）提出的 “跳板”观

点，即新兴经济体国际扩张具有制度逃逸和资

源探索双重动机。具体来看，构型 １所代表的

企业缺乏政治资源和研发能力，这反映了无论

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竞争中都可能处于劣势的

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持续经营，这些企

业可能面临三种战略决策：一是增加企业与当

地政府的政治关联，塑造企业在当地市场的竞

争优势；二是逃离当地市场，通过进入制度环

境质量较好的新的市场，避免与当地具有政治

资源企业进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三是通过快

速获得市场竞争所需的其他战略资源，如专利

技术等，来塑造企业新的竞争优势。构型 １进

一步展示了这些企业采用控制程度较高的独资

方式进入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由此，可以

认为，缺乏政治资源和研发能力的新兴经济体

跨国企业选择 “激进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很可能是出于对高质量制度环境或 （和）对东

道国战略资源的迫切需求。

构型２：政治能力利用。该构型展示了缺乏

研发能力和政治资源的民营企业会采用独资的

方式进入制度环境较差且制度和文化距离较大

的东道国。具体来看，由于进入的是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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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的东道国，可以推断这些企业不太可能是

为了获得国际竞争中的品牌、技术等战略性资

源。而且，即使面临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较大，

以及缺乏研发能力和母国政府政策支持 （政治

资源）等劣势，这些企业仍采取独资的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对这种行为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和 Ｇｅｎｃ（２００８）的观点，即新

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是利用其在母国

运营过程中锻造的政治能力在制度环境较差的

东道国塑造新的市场竞争优势。

构型３：制度逃逸－研发和经验利用。该构

型展示了拥有丰富跨国经验和较强研发能力的

民营企业会采用独资的方式进入制度环境较好

且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这一构型更符合

Ｗｉｔｔ和Ｌｅｗｉｎ（２００７）提出的 “制度逃逸”观

点。具体来看，尽管这些企业拥有较高的研发

能力，但由于政治资源的缺乏，这些企业在国

内市场很可能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公平的

竞争。因此，为了摆脱母国的制度约束，这些

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此

外，丰富的跨国研发和经验能力表明企业已经

积攒了较多的国际运营经验，并在国际市场竞

争方面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因此，在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选择的过程中，这些企业对东道国

合作伙伴的依赖程度更低，更有可能选择高风

险高收益的独资进入模式。

构型４：研发和经验利用。该构型展示了拥

有一定程度跨国研发和经验能力的民营企业会

采用独资的方式进入制度环境相近 （即制度环境

较差且制度距离较小）和文化距离相近的东道

国。这一构型很大程度上符合 ＩＢ领域的国际化

进程理论 （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观点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Ｖａｈｌｎｅ，１９７７），即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是渐进式

的，在国际化早期更倾向于进入文化距离相近

的国家。具体来看，该构型的企业具有一定程

度的研发能力，也许暂时无法与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相提并论，但它们可以利用研发能力的比

较优势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发挥经济效应

和规模效应。此外，由于缺乏母国政府或政策

的支持 （缺乏政治资源），这些企业在国际扩张

过程中对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因此，它们只

有在具备一定跨国经验以及在制度距离和文化

距离相近的国家才会选择独资海外市场进入

模式。

构型５：政治支持。该构型展示的是拥有一

定跨国经验但缺乏研发能力的国有企业会采用

独资的方式进入制度环境相近 （即制度环境较

差且制度距离较小）且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

这一构型在一定程度上与 Ｌｕｏ等 （２０１０）提出

的 “政府支持”观点一致，即国有企业在国际

扩张过程中拥有母国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

持，促使其可以采取股权控制更高的方式进入

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然而，从构型具体特

征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母国政府支持与新兴

企业跨国公司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

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对于缺乏研发能力的

国有企业来说，它们也只有在具备一定跨国经

验以及在制度环境较差且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

才会选择独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综上，上述构型结果展示了中国企业海外

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的复杂性。总体而言，

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包括多

种类型，具体为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

型 （构型 １）、政治能力利用型 （构型 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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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逃逸－研发和经验利用型 （构型 ３）、研发和

经验利用型 （构型 ４）和政治支持型 （构型

５）。此外，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制度

和企业资源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

表３的构型可见，尽管制度因素和企业资源因

素都会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产生影响，

但这些影响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它们

在不同构型中的重要程度 （核心条件和辅助条

件）也不同。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并不是取决于某一两个影响因素，而是

情境环境与企业自身资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的结果。

（三）进一步分析

进一步地，为了明晰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贡献，本文从制度和

企业资源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２×２的理论分析

框架，如图２所示。

图２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注：阴影部分为拓展或挑战传统国际商务理论的前因构型，其中，浅色阴影部分构型拓展了ＯＬＩ范式的前因构型，深色阴影部分

构型同时拓展了ＯＬＩ范式和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虚线表示构型１企业的国际化过程。

　　选择 “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 （正式）制度

距离”和 “跨国公司是否具备传统的所有权优

势”分别作为制度和企业资源的划分标准，原

因有二。第一，从理论视角的角度看，“是否具

备传统所有权优势”以及 “东道国和母国之间

制度和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学者们

判断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

择是否具有独特性的两个主要标准 （Ｃｕｅｒｖｏ－

Ｃａｚｕｒｒａ，２０１２；Ｌｕｏ＆Ｔｕｎｇ，２００７；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

２０１２）。因此，以它们作为划分标准有助于识别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与传统

国际商务理论基本假设之间的差异。第二，从

构型结果的角度看 （见表３），相比于文化距离

（只出现在其中三个构型中）， （正式）制度距

离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独

资选择的影响更加普遍 （出现在全部构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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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选择 “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 （正

式）制度距离”而不是 “文化距离”作为制度

维度的划分标准。

总体来看，图 ２展示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多种驱动机制及其对应

的理论观点。这既包含了与传统国际商务理论

相符的驱动机制，如制度逃逸－研发和经验利用

型 （即构型 ３）、研发和经验利用型 （即构型

４）；也包括与传统国际商务理论不一致的驱动

机制，如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型 （即

构型１）、政治能力利用型 （即构型２）和政治

支持型 （即构型５）。换言之，针对新兴经济体

跨国公司的理论观点只能解释一部分新兴经济

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仍有部分样本

案例验证了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由此，那些

试图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完全区别

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特殊群体，并以此构建

新的理论视角的研究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正如

Ａｒｉｋａｎ等 （２０２２）所强调的，ＩＢ领域是否应该

构建新的理论视角，不应单纯基于新兴经济体

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性，而应

聚焦于 “独特”的国际化行为本身及其背后的

产生原因。

通过对上述构型结果的对比，本文进一步

分析 “独特性”构型 （即构型 １、构型 ２和构

型５）是如何拓展和挑战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

的。具体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对 ＯＬＩ范式的

拓展和挑战；二是对 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拓展和

挑战。

１对ＯＬＩ范式的拓展和挑战

一方面，对 ＯＬＩ范式的拓展。构型 ２和构

型５从类型和有效边界两个角度拓展了 ＯＬＩ范

式对跨国公司 “所有权优势”的理解。ＯＬＩ范

式把所有权优势视为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的必要

因素，并认为企业只有具备足够的所有权优势

才能够有效克服海外经营所产生的风险成本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１）。因此，在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选择方面，ＯＬＩ范式认为，跨国公司只有在具

备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时才会选择具有高风险

和高股权控制特征的独资进入模式。此外，传

统的ＯＬＩ范式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理解大多停

留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如企业内技术专利、

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品牌形象等 （吴先明，

２０１９）。构型２和构型５却展示出，在缺乏传统

的市场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一些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也会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虽

然没有传统的市场竞争优势，但这些跨国公司

却具备政治资源 （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或类似政

治环境的适应力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 Ｇｅｎｃ，

２００８）。换言之，非市场竞争优势，如与母国政

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或者管理东道国利益相关者

的政治能力作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所有权

优势”的重要来源，它能替代市场竞争优势，

从而减少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运营的

风险。

尽管如此，非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优

势发挥作用的有效边界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通过对比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构型３和构型４）

和非市场竞争优势 （构型２和构型５）的构型，

本文发现，市场竞争优势促使新兴经济体跨国

公司在制度环境较好或制度距离相近的东道国

采用高风险和高股权控制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相反，非市场竞争优势促使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在制度环境较差且文化距离较远的东道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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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此外，不同类型

的非市场竞争优势的有效边界也可能存在差异。

与母国政府有政治关联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构型５）在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时更

受限，如更倾向于选择与母国制度环境相近的

东道国。

另一方面，对 ＯＬＩ范式的挑战。构型 １挑

战了ＯＬＩ范式对所有权优势的理解。这一构型

也是 “跳板视角”的重要证据，表明传统的所

有权优势可能不是所有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的必

要因素 （Ｌｕｏ＆Ｔｕｎｇ，２００７）。具体地，在缺乏

传统所有权优势的条件下，一些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可能会通过高控制的海外投资方式来快

速获取东道国的战略资源，并在其国际化过程

中逐渐构建这种 “所有权优势”。

２对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拓展和挑战

构型１和构型２挑战了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对跨国

公司国际化过程的理解。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认为，东

道国与母国之间关于企业如何成功运营的知识

差距是跨国公司外来者劣势的主要来源，从而

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运营的风险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Ｖａｈｌｎｅ，１９７７）。因此，在国际化初期阶段，缺

乏国际化知识的跨国公司往往先投资文化距离

相近的东道国市场，并采用低风险或低股权控

制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随着国际化知识的学

习和积累，跨国公司的国际化逐渐拓展到文化

距离大的东道国，并逐渐采用高股权控制的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然而，构型 １和构型 ２则展

示出，在缺乏跨国经验以及企业所有权优势的

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制度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仍

会采用高风险和高股权控制的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传

统的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大多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

究对象，这些企业在国际化以前已经具备所有

权优势，此时跨国经验的累积有助于促进跨国

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发挥，从而提高跨国公司在

东道国运营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对于那些在

国际化以前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企业来说，

在快速构建所有权优势这一动机的驱动作用下，

跨国经验可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如构型 ２），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跨国经验的缺乏还会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企业采用高风险的海外市场进入

模式的可能性 （如构型１）。

此外，构型１和构型 ２提供了国际扩张前

缺乏市场竞争优势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两种

不同的国际化路径。

第一，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国际化路径

（即构型１→构型４→构型３）。结合构型１、构

型４和构型 ３可见，在国际扩张以前缺乏市场

竞争优势的公司，其在国际化初期更倾向于在

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采用高控制式的海外市

场进入模式 （构型１），以快速获得东道国市场

的战略资源。随着国际化经验以及市场优势的

积累，这些跨国公司逐渐认识到国际运营的风

险，因而在后续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上变

得更加谨慎。例如，这些跨国公司只会在制度

环境较差且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相近的东道国

才会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如构型

４）。进一步地，随着国际化经验和市场优势得

到进一步积累，这些跨国公司具备了与发达国

家企业竞争的实力，从而会在制度环境较好的

东道国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如构型

３）。这些构型也为Ｌｕｏ和 Ｔｕｎｇ（２０１８）提出的

动态跳板观点 （即螺旋式上升模型）提供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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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第二，获得区域竞争优势的国际化路径

（构型２）。不同于上述的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

国际化路径，在国际扩张以前缺乏市场竞争优

势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进入其他

发展中国家来塑造企业在当地市场的竞争优势。

由于缺乏传统的市场竞争优势，这些跨国公司

会尽量避免在国际市场上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

司直接竞争。相反，它们更倾向于探寻国际市

场上尚未被开发或完全开发的东道国市场，并

利用自身的政治能力，来塑造它们在这些东道

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如构型２。因此，相比于技

术、研发能力等全球市场竞争优势的培育，这

类型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更关注与东道国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构建。

（四）稳健性检验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主要采取调整 ＰＲＩ值

（郝政等，２０２２）和调整一致性阈值 （张明等，

２０１９）两种方式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

言：①ＰＲＩ值由原≥０７５调整至≥０７８；②一

致性阈值由原０７９调整至０７８，并主要针对不

同组态的集合关系状态和不同组态的拟合参数

差异两方面对 ＱＣＡ结果进行稳健性评判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Ｗ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２）。最后发现，本

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具体的 ＱＣＡ稳健性检

验结果参见附录。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为了明晰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的驱动机制及其独特性，本文以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１２７５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

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

度和企业资源两个角度探究东道国制度环境、

制度距离、文化距离、跨国经验、政治资源和

研发能力及其相互作用对中国企业选择独资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三个：第一，从制

度和企业资源两个角度识别了新兴经济体跨国

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多种驱动机制。新兴

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制度和企

业资源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五

种驱动机制：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型

（构型１）、政治能力利用型 （构型２）、制度逃

逸－研发和经验利用型 （构型 ３）、研发和经验

利用型 （构型４）及政治支持型 （构型５）。

第二，现有的关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

理论观点并不能解释全部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内部存在异质性。通过构型对比分析，本文

发现，针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理论观点只

能解释一部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的驱动机制 （如构型 １、构型 ２和构型

５），仍有部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

入模式的驱动机制验证了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

（构型３和构型４）。

第三，制度逃逸－资源探索 （跳板）型、

政治能力利用型和政治支持型驱动机制丰富了

传统国际商务理论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以及

国际化过程的理解。具体包括三个研究见解：

①是否具备所有权优势并不是影响所有新兴经

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必要因

素，缺乏所有权优势的跨国公司也可能选择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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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所有权优势不仅来源

于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如技术、品牌、管理

等），还来源于企业的非市场竞争优势 （如与母

国相关的政治关联或与东道国相关的政治能力

等），且这两类所有权优势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

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市场竞争优势更有助于跨国公司在制度环境较

好或制度距离相近的东道国采用独资海外市场

进入模式，而非市场竞争优势促使跨国公司在

制度环境较差且文化距离较远的东道国采用独

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③从国际化过程角度看，

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国际

化初期更倾向于采用独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以快速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或区域竞争优势。随

着国际化经验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积累，以获得

市场竞争优势为目的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更

倾向于在制度和文化距离与母国相近的东道国

选择独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二）研究贡献

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有三个：第一，从制

度和企业资源两个角度识别了新兴经济体跨国

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多种驱动机制，贡献

于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以往关于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

驱动机制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 （Ｋｌｉ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这主要是因为

这些研究大多关注某一两个特定的影响因素，

忽视了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新兴经济体

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事实

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

择是制度和企业资源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Ａｒｉｋ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Ｍｅｙｅｒ＆Ｐｅｎｇ，２０１６；汪

涛等，２０１８）。基于此，本文从制度和企业因素

两个角度探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制度距离、文

化距离、跨国经验、政治资源和研发能力的共

同作用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的影响，并以此识别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多种驱动机制，从而拓展

和丰富了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第二，从制度和企业资源两个维度构建了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关于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驱动机制的解释范围，

拓展了学界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认识。ＩＢ

学者对于是否需要构建一个关于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的新理论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支持者认

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与发达国

家跨国公司具有本质的差异，并呼吁构建一个

针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新理论以弥补传统

国际商务理论的不足 （Ｍａｔｈｅｗｓ，２００６；Ｌｕｏ＆

Ｔｕｎｇ，２００７）。反对者则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

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存

在差异，但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仍能提供一定

甚至足够的解释力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２０１２；

Ｖｅｒｂｅｋｅ＆Ｋａｎｏ，２０１５）。基于此，本文以新兴

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为切入点，

从制度和企业资源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理论分

析框架，对比不同理论视角对新兴经济体跨国

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的解释力度，

揭示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内部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从而丰富并拓展了学界对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的认识。

第三，通过构型的对比分析，识别了关于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

机制的新的理论洞见，推动了 ＩＢ领域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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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

式选择研究如何拓展或挑战传统国际商务理论

的基本假设？虽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丰

富的学术探讨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２０１２；Ｌｕｏ＆

Ｔｕｎｇ，２００７；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０９），但由于研究

侧重点不同，关注的具体情景和研究对象不同，

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形成共识。基于此，本文

通过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的多种驱动机制对比分析，讨论了构型结果对

ＯＬＩ范式和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拓展与挑战，从所有

权优势的来源、有效边界以及国际化过程识别

了新的理论洞见，从而为ＩＢ领域相关理论的发

展提供实证证据支持。

（三）研究局限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机会：第一，从

研究对象的角度看，本文主要从股权控制比例

的角度来探究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

方式，未来研究还可以采取其他分类角度 （如

并购与绿地、股权与非股权等）来进一步检验

和拓展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二，从研究内容

看，本文只从股权的角度探究新兴经济体跨国

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驱动机制，未来研究

可以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进

入模式选择与绩效之间的路径构型。第三，从

样本数据的角度看，本文只选择了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中国

企业作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重要代表，

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国

际扩张的特征，但后续研究者也可以采用其

他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数据，以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研究发现。第四，从变量选择角度看，

未来研究还可以在本文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

究企业管理能力、品牌声誉等企业资源因素

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

择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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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稳健性检验１结果：调整ＰＲＩ值

ＰＲＩ值由原≥０７５调整至≥０７８，满

足 ＰＲＩ最好大于 ０７以上的要求 （Ｇｒｅｃｋｈａｍ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最终的结果如附表１所示。

附表１　中国企业采用独资模式的前因构型的稳健性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跨国经验    

政治资源     

研发能力   ● ● 

东道国制度环境     

制度距离     

文化距离 ●  ●

Ｒａｗ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５５２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７８

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２８２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７８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００９ ０７９９８ ０８０２７ ０８１９６ ０８５９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６２５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１１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 ６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 ０７９１９

ＰＲＩ ≥０７８

注：●代表核心因果性条件存在，代表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代表辅助因果性条件存在，代表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 “空
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下同。

　　调整ＰＲＩ值后，构型数量和构型类别并未

发生变化，且与正文中的构型相一致，总的来

说，并没有改变我们 ＱＣＡ的研究结论，因此可

以说明ＱＣＡ的结果是非常稳健的。

２稳健性检验２结果：调整一致性阈值

一致性阈值由原来的０７９调整至０７８，符

合０７５的最低要求，最终的结果如附表 ２

所示。

附表２　中国企业采用独资模式的前因构型的稳健性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跨国经验   ●   

政治资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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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研发能力    ●   

东道国制度环境   ●   

制度距离       

文化距离    

Ｒａｗ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５５２ ００６２７ ０１５３０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７８

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７８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００９ ０７９９８ ０８０４３ ０８０２７ ０８０７４ ０８１９６ ０８５９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８８８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１１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 ６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 ０７８３３

ＰＲＩ ≥０７５

　　调整一致性阈值后，构型数量整体上增加，

但构型类别主要呈现与正文相一致的五类，总

的来说，并没有改变我们 ＱＣＡ的研究结论，因

此可以说明ＱＣＡ的结果是非常稳健的。如附表

２所示，稳健性检验中构型２和构型３可合并为

正文中的构型２（政治能力利用型），稳健性检

验中构型５和构型 ６可合并为正文中的构型 ４

（研发和经验利用型）。其他构型则相一致。

构型２－３：政治能力利用型。这展示了缺

乏研发能力和政治资源的企业会采用独资的方

式进入正式制度顺差较大 （即制度环境较差且

制度距离较大）且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这

一构型符合了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和 Ｇｅｎｃ（２００８）

的观点，即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是

利用其在母国运营过程中锻造的政治能力在制

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塑造新的市场竞争优势。

构型５－６：研发和经验利用型。这展示了

拥有一定程度跨国经验或研发能力的民营企业

会采用独资的方式进入制度环境较差且文化距

离相近的东道国。这一构型很大程度上符合了

ＩＢ领域的国际化进程理论 （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的

观点 （Ｖａｌｕｅ＆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７７），但由于其

“所有权优势”有范围限制，即制度环境较差且

文化距离相近的东道国，所以该构型与 ＩＢ传统

的国际化进程理论存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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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ＸｉａｏｘｉａＴａｎ１　ＸｉａｏｊｉｅＷｕ１　ＭｅｉｔｉｎｇＭａ１　ＸｉｕｑｉｏｎｇＷａ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Ｎ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ＮＥ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ＭＮＥｓｓｅｅｍｔｏｂｅｍｏｒｅ

ｒｉｓｋ－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ｒ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ｈｉｇｈｅｑｕ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Ｂ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ｉｓｕｎｉｑｕｅ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ＭＮＥｓＩｎ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ｗｅｓｔｉｌｌｌａｃｋ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ＭＮ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１２７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Ｎ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ｕｓｉｎｇａ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ｓＱ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ＮＥ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ｓｅｓ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ｈｏｓｔｃｏｕｎ

ｔ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Ｄｃａｐ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ａｓｆｏｕｒ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ｆｉ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ｃａｐ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ｃａｐ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Ｄ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ｒｍ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ｓｎｏｔａｎｅｃｅｓｓａ

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ｆｏｒａｌｌ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ＭＮＥｓ，ａｎｄＭＮＥｓｌａｃｋｉｎｇ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ｍａｙａｌｓｏ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ｗｈｏｌｌｙ－ｏｗｎｅ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Ｔｈｉｒｄｌ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ｍ’ｓ

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ｒ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ｔｃ），ｂｕｔａｌｓｏ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ｍ’ｓ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ｈ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ｔｃ），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

ｋｅｔＭＮＥｓｉｓｑｕ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ＭＮＥｓｔｏａｄｏｐｔｗｈｏｌｌｙ－ｏｗｎ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ｉｎｈ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ｓｍａｌ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ｆｉｒｍｓ’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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